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1 期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

廖 平

【提要】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
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
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
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
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
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
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
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
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
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关键词】 财政—军事国家 承包人国家 财政—军事体系 国家形成

近代欧洲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作为地理疆域和身份认同的欧洲“国家”是在战火中锻造成
型的，作为政治体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军事活动与现代“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向来颇受西方
学界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 1975 年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而国家发动战争”这一经典
论断。① 其实早在 19 世纪，恩格斯就在其遗稿《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论述了中
世纪晚期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王权可以用市民和自由农民组成的新式军队打败封建贵族的骑士，建

立现代的民族国家。② 后来出现的“新君主制”“绝对主义”“军事革命”和“新斯多葛主义”等理论也
涉及战争与欧洲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③ 不过，以上学说主要涵盖的是从中世纪晚期到 17 世纪末的
历史，针对 18 世纪的论述相对较少。
“财政—军事国家”( fiscal-military state) 理论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缺。这一理论自 1989 年首次
提出以来，大量相关论著不断涌现，不仅涵盖的时间和地域一再扩大，其概念本身也在逐渐发展。目
前“财政—军事国家”论已经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④但对其后续发展状况尚没有比较完整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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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本文试图梳理 21 世纪以来西方学界“财政—军事国家”论的研究动态，特别是对其概念本身的
补充与修正，希望对国内学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提出与背景

在介绍“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最新发展状况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一概念及其提出的背景进行
简要回顾。1989 年，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出版《权力的肌腱: 战争、金钱与英格兰国家( 1688—
1783 年) 》( 以下简称《权力的肌腱》) 一书。该书主要考察了 17—18 世纪的英格兰，作为欧洲边缘
的一个中等国家，迅速崛起称霸欧洲，甚至主宰世界大片海洋和陆地的强国。布鲁尔认为，这一剧
烈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经济发展，也不是殖民扩张，更不是海陆军将士的英勇，而是 1688
年“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宪政和行政变革。① “光荣革命”后，英国开始与法国进行长期争霸，史
称“第二次百年战争”。从“九年战争”( 1688—1697 年) 到美国独立战争( 1775—1783 年) ，英国每
年投入的陆海军兵力翻了将近一倍，而每年的军费开支更是增长了五倍，政府支出的 75%到 85%
不是用于当下的军事开销，就是用来偿还以前战争欠下的债务。② 如此巨大的军事投入必然导致
政府的税收和借贷不断增加: 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的税收从 364 万英镑增加到 1200 万英镑，政府
的公债也从 1670 万英镑飙升至 2. 45 亿英镑。③ 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英国不断膨胀的职业
官僚机构。从 1690 年到 1782 年，英国政府各部门职员的规模增加了近两倍，而国内税收部门更是
增长到原来的四倍。这些行政人员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保证了政府的信
用，有利于政府扩大借贷的规模，最终让庞大的战争机器得以良好有序地运转。④ 布鲁尔将这一时
期的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认为它的出现是在都铎时期政府改革和 19 世纪议会改革之间
英国最重要的政府变革。⑤ 虽然，他对这一概念并没有做社会科学式的严格定义，⑥但不难看出，武
装规模的膨胀、国家投入和汲取资金的增加以及行政机构的扩张是“财政—军事国家”的三大要
素，而行政机构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正如布鲁尔本人在该书“序言”中所写: “它( 指该书) 的主
人公，如果有的话，就是办公室里的文员。”⑦

学界对“财政—军事国家”论的介绍一般很少提到布鲁尔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写作缘起。其实，布
鲁尔既不是财政史学者，也不是军事史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 18 世纪的社会文化史。⑧ 而布鲁
尔也毫不讳言他对军事、财政和官僚机构等“财政—军事国家”要素的叙述借鉴了前人和同时期其他
学者的研究成果。2013 年 9 月，英国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对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做
进一步的探讨和反思，已经多年没有从事相关研究的布鲁尔应邀对自己当初写作《权力的肌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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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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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情况进行回顾。他承认自己的著作是建立在不同领域学者的基础之上的: 彼得·马赛厄斯
( Peter Mathias)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Patrick O＇Brien) 、彼得·迪克森( Peter Dickson) 对税收和财政
的研究; 杰弗里·霍姆斯( Geoffrey Holmes) 、杰拉尔德·艾尔默( Gerald Alymer) 和科林·布鲁克斯
( Colin Brooks) 对行政机构的研究，以及若干陆军史和海军史学者的成果。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着
重探究国家和政治权力形成的社会学家的影响，例如，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查尔斯·蒂利和
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等人。①

至于写作《权力的肌腱》的初衷，布鲁尔表示，他希望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潮流以及欧洲史的语
境下对英格兰国家进行讨论，试图破除带有明显“英国例外论”色彩的传统英国史叙事，即认为近
代英国是崇尚个人自由的“小政府、大社会”，与奉行绝对专制、强势政府的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
等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② 布鲁尔绕开了“宪政自由或绝对专制”的政治体制问题，单纯看
国家汲取资源、进行战争的能力。据此，他认为 18 世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都是“财政—
军事国家”，甚至英国在军事投入和赋税负担等方面丝毫不亚于后者。③ 当然，《权力的肌腱》中也
不乏英国与欧陆国家，特别是与法国的对比。布鲁尔在第一章中写道，与法国相比，早期的中央集
权、没有卷入 17 世纪的重大欧洲战争以及食利官员规模较小等特点使后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
家”获得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④ 布鲁尔认为英国的宪政议会制度也发挥了一定影响，该书的
后半部分就重点讨论“财政—军事国家”对英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及他们所做的反应，凸
显“光荣革命”后确立的议会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财政—军事国家”对社会的冲击，使看似“穷兵黩
武”的英国并没有因为“横征暴敛”而像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那样陷入革命与动荡。⑤ 但在布鲁尔的
笔下，18 世纪的英国并非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大陆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英国的种种特点不过是让它
在“财政—军事国家”这条道路上走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顺畅罢了; 它与其说是“例外”，倒不如说
是“特殊”。⑥

二、“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扩散与问题

布鲁尔称，《权力的肌腱》只是他构思的 18 世纪英国史三部曲“国家、社会与文化”中的第一部，
此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文化史研究上，没有过多参与对“财政—军事国家”论的讨论。⑦ 但
这丝毫没有削弱“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原本付梓于小出版社的《权力的肌腱》
很快在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和劳特利奇出版社( 1994 年) 先后再版。布鲁尔将此前“各自为
战”的财政、行政和军事研究巧妙地融入了一个故事之中，并冠之以“财政—军事国家”这样一个耐
人寻味的名称，吸引后来的学者继续去探究政府、军事活动、财政收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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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休·鲍恩形象地将此比作一场“猎兔活动”: 布鲁尔放出了这只“野兔”，其他的英国史学者竞
相追逐，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将它最终逮住。①

少数英国史学者对将 18 世纪英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并不以为然。例如，乔安娜·英尼
斯和史蒂夫·平卡斯等人试图证明，当时的英国议会和各级政府将大量资金和工作投入了国内的
治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甚至社会福利之中，他们认为英国是“财政—军事国家”的观点有失偏
颇。② 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在接受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例如，劳伦斯·斯通等人将布
鲁尔的概念延伸到拿破仑战争时期; 詹姆斯·斯科特·惠勒将英国“财政—军事国家”的开端上推
到 17 世纪中叶的共和及复辟时期，认为那时的英格兰国家在武装规模、资源汲取能力和行政管理
体系方面就已经有了很大发展。③ 一些学者对苏格兰和爱尔兰“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也在一定
程度上纠正了布鲁尔著作的“英格兰中心论”倾向。④ 不管怎样，“财政—军事国家”论已经成为研
究英国国家形成乃至整个近代英国史难以绕开的问题了。英国学者迈克尔·布拉迪克在他的经
典著作《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国家形成( 约 1550 年至 1700 年) 》中就将“财政—军事国家”“家长制
国家”( patriarchal state) 和“教派国家”( confessional state) 并列为近代英国政治权力“结晶”的三种
不同形式。⑤

“财政—军事国家”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史领域。由于布鲁尔暗示 18 世纪的法国等欧洲
大陆国家也是“财政—军事国家”，研究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也很快嗅到了这只“野兔”的气味。早
在 1999 年，英国的德国史学会(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就组织了一批德国学者与布鲁尔等英美
学者围绕“财政—军事国家”问题进行对话。他们摒弃了“德意志强势国家—英国弱势国家”这种
简单的对立，在强调 18 世纪英德国家相似性的同时，将差异放在了更加微妙的问题上，例如，是否
出现体系化的行政理论等。⑥ 2003 年，瑞典学者扬·格利特将这一概念应用在对西班牙、荷兰和瑞
典的研究上，认为这三个国家是欧洲最早的“财政—军事国家”。他强调，近代国家在“出售保护”
( protection selling) 和“聚合利益”( interest aggregation) 两方面相比其他组织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可以组织常备陆海军来更加有效地进行战争。⑦ 此后，还出现了不少对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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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俄罗斯、葡萄牙、萨伏伊、威尼斯等其他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个案研究，本文在此不一一
赘述。①

就这样，“财政—军事国家”从一个用于描绘 18 世纪英国史的概念逐渐成为近代欧洲史的经典
范式，美国学者切斯特·邓宁认为“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很有可能最终取代“绝对主义”成为研究
近代早期欧洲的框架。② 当然，“财政—军事国家”论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有被“泛化”的倾向，“官僚机
构—攫取资源—从事战争”这样的框架可以纳入 1500—1815 年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其他时期
的非欧洲国家，这就导致这一概念在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同时，其解释力也大为减弱。③ 此外，这一概
念的内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布鲁尔直言，自己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科学“找回国家”(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倾向于将“国家”视为一套“组织制度”和一个拥有自主性的
“行为主体”。④ 虽然，布鲁尔在表述中加了一些限定，但他基本上将“国家”定义为一个“公共权威”
异于“私有权力”的政治实体，其中的官员是以这个单一权威下的一套政治组织制度为主要效忠对象
的。⑤ 换言之，“财政—军事国家”论将重点放在“国家”这个组织制度上，它( 通过科层化的官僚组
织) 是税收、行政和战争的行为体。尽管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对于“财政—军事国家”的良好运作非
常重要，但由私人构成的“社会”终究只是“国家”征税、治理、募兵等行为的对象。
这样的视角带有明显的“结构”取向，使得本来就强势的经济史和财政史学者凭借其擅长的领域

在对“财政—军事国家”的讨论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⑥许多文献直接使用“财政国家”这一术语，对
军事方面的问题几乎不予考虑。⑦ 而更关注“事件”和“时机”的军事史学者原本就处在西方学界的
边缘，在“财政—军事国家”的对话中往往处于下风。一些军事史学者对“财政—军事国家”论对军
事的忽视颇有微词。例如，英国学者杰里米·布莱克认为，布鲁尔对资源和政治体制的强调导致他
忽视了战术、战略、后勤等军事因素的重要性，而英国之所以能在 18 世纪的争霸中战胜法国，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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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Chester Dunning and N. Smith，“Moving beyond Absolutism: Was Early Modern Ｒussia a‘Fiscal-Military’State?”，Ｒussian
History，Vol. 33，No. 1，2006，pp. 19 － 44; C. Storrs，ed.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Essays in Honour of
P. G. M. Dickson，Ashgate，2009; Ｒ. Torres Sánchez，ed. ，War，State and Development: Fiscal-Military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Navarra，2007; Ｒ. Torres Sánchez，Constructing a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Century Spain，
Ashgate，2015; G. Alfani and M. Di Tullio，The Lion ＇s Share: Inequality and the Ｒ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Chester Dunning and N. Smith，“Moving beyond Absolutism: Was Early Modern Ｒussia a‘Fiscal-Military’State?”，p. 44.
Ｒ. Harding and S. Solbes Ferri，“Introduction”，in Ｒ. Harding and S. Solbes Ferri，eds. ，The Contractor St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1659 － 1815，Universidad de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2012，p. 9. 非欧洲“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著
作有: T. Tegenu，The Evolution of Ethiopian Absolutism: The Genesis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1696 － 1913，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1996; S. Ｒ. Halsey，“Money，Power，and the State: The Origins of the Military-Fiscal State in Modern
China”，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 56，No. 3，2013，pp. 392 － 432; Wenkai He，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England，Japan，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J. Houghton，“The Egyptian Navy of Muhammad Ali
Pasha”，The Mariner＇s Mirror，Vol. 105，No. 2，2019，pp. 162 － 182。
John Brewer，“Ｒevisiting The Sinews of Power”，p. 28; T. Skocpol，“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Ｒesearch”，in P. Evans，D. Ｒ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 3 －
28.
John Brewer，The Sinews of Power: War，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 － 1783，p. xii，note 1.
Ｒ. Torres Sánchez，Military Entrepreneurs and the Spanish Contractor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p. 6 － 7.
例如，P. O＇Brien and P. Hunt，“The Ｒise of a Fiscal State in England，1485 － 1815”，Historical Ｒesearch，Vol. 66，No. 160，1993，
pp. 129 － 176; Ｒ. Bonney，ed. ，The Ｒ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c. 1200 － 1815，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B. Yun-
Casalilla and P. O＇Brien，eds. ，The Ｒise of Fiscal States: A Global History，1500 － 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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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能以更少的代价获取更多的资源，也在于它在各种军事因素上比对手更胜一筹，或是犯的错误

比对手更少，或是干脆运气好，“军事史不仅仅是会计的账簿”;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罗杰斯也批评格
利特在对比西班牙、荷兰和瑞典时没有考虑这三个国家在军事上的相互借鉴以及在实际战场上的
胜败。①

三、承包人国家: 从“公共”到“私人”

由于“财政—军事国家”“重财政、轻军事”的不平衡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得
到回答: 近代早期国家不断增强的税收和行政能力是否足以维持其日益膨胀的武装力量和战争行

动? 其实在 18 世纪，前线将领总是抱怨自己手下士兵被拖欠军饷、自己无法获得足够的人力和物
资。这些问题在过去常常被归结于具体官员或政治家能力不足，但这也反映了“财政—军事国家”的
各要素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张力。欧洲各国的政府部门和官僚队伍固然在 18 世纪有了很大的扩张
和发展，但同时期的战争在持续时间和规模上还是超出了国家承受能力的范围。② 因此，对“财政—
军事国家”论的研究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有所突破，才能真正延续自己的生命。

2004 年 9 月，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召开了一次主题为“战争资源动员”( Mobilising Ｒesources for
War)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西班牙和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研究者对 18 世纪英西两国如何搜
集、组织和调配资源以用于维持并扩大遍及全球的战争行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次会议对“财
政—军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与会学者既没有为“财政—军事国家”寻找新
的个案，也没有纠缠于这一概念的名称和时间断限，而是回到 18 世纪的西班牙和英国这个“财政—
军事国家”的最初案例上，对“财政—军事国家”的具体运作机制进行详细探究。不少学者发现，在
战争集资、组织和指挥的工作上，各国官员在发展并细化政府的各项职能的同时，也与私人金融家、
商人、公司和承包人等展开合作。政府在兵力和物资的筹集上严重依赖这种“公共—私人”合作关
系，使之成为 18 世纪“财政—军事国家”必不可少的环节。③ 特别是英国学者斯蒂芬·康韦强调，18
世纪英国政府一方面在征兵、筹集战备物资乃至借贷方面离不开不领薪俸的地方官员、殖民地当局、
私营商人及东印度公司等“非国家”部门的配合; 另一方面也牢牢掌握了发放军饷和部分关键军备生
产等工作，并且凭借强大的财政能力争取到私人部门的合作;“公”“私”双方并不是此消彼长的竞争
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良性合作关系。④

其次，此次会议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固定下来，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基础。会后成立了以纳瓦拉大学为中心的“战争资源”( Ｒesources for War) 研究网络，至今有来自英
国、西班牙、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二十余位 18 世纪史学者活跃其中。他们在随后的几年里密集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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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Black，Britain as a Military Power，UCL Press，1999，pp. 267 － 293; Clifford Ｒogers，“Ｒeview of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the Dutch Ｒepublic，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1500 － 1660”，International History Ｒeview，Vol. 25，
No. 2，2003，p. 399.
H.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Introduction: Mobilising Ｒesources for War”，in H.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eds. ，
Mobilising Ｒ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Ediciones Universidad de Navarra，2006，p. 11.
H.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Introduction: Mobilising Ｒesources for War”，p. 12.
Stephen Conway，“Public and Private Contributions to the Mobilisation of Manpower and Ｒesources for War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in H.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eds. ，Mobilising Ｒ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pp. 29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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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各种会议，例如，在 2006 年芬兰赫尔辛基和 2009 年荷兰乌得勒支的两届“国际经济史大会”都组
织专门的会议单元，甚至还在乌得勒支的会议单元前后分别举行了预备和跟进的研讨会。这些会议
都以 18 世纪欧洲国家政府在战争中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及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为关注
焦点。①

这样的努力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2008 年，在英国海军史研究重镇格林尼治大学的一次工作坊
上，首次有学者提出“承包人国家”( contractor state) 概念，用于描述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②而
英国学者罗杰·奈特和马丁·威尔科克斯在 2010 年出版的《维持舰队( 1793—1815 年) : 战争、英国
海军和承包人国家》一书将这个概念正式提出来。③ 这本书以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
海军部下属的粮食供应委员会( Victualling Board) 为主要研究对象。该部门负责为英国皇家海军以
及部分海外的英国陆军提供粮食补给，虽然麾下的官员和职员在战争期间从 65 人增加到 105 人，但
他们面对的是每年近 20 万、遍布世界各地的英国陆海军士兵，仅每年供应的饼干或面包就多达 8. 3
万吨。④ 为此，粮食供应委员会采取了承包的方式，将为国内军用仓库和海外部队供应粮食的工作承
包给大大小小的私营商人，在对法战争期间一共签订了近一万份承包合同。⑤ 奈特和威尔科克斯认
为，一方面，承包人凭借私人身份，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法国的封锁从境外采购粮食，而且他们更加

了解复杂多变的市场，拥有政府官员不具备的知识和渠道;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将粮食供应工作承包

出去，节省了大量前期投入，既可以迅速地在地域和规模上大举扩张，又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转换

到平时状态。⑥ 绝大多数承包人都是中小商人甚至个体户，他们往往通过粮食供应委员会在报纸上
刊登的广告参与竞标，在赢得承包合同后需要在约定的时间内将相应的商品运送到指定地点，而粮

食供应委员会则对合同执行情况以及商品质量进行监督。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政府能以每夸脱只比
市场平均价高 2 先令左右的价格，及时为遍布全球的十几万英军供应充足的粮食，而承包人也能从
中谋取相应的利润。⑦ 奈特和威尔科克斯认为，与在俄罗斯严冬中倒毙的拿破仑大军相比，在北美、
波罗的海、地中海甚至印度作战的英国陆海军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这反映了英国不仅作为一个“财
政—军事国家”更能汲取资金，而且也作为一个“承包人国家”更善于有效地花钱，因此，在对法战争
中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⑧ 需要指出的是，对 18 世纪军事活动中私人承包行为的研究并不新鲜，英
国学者诺曼·贝克和戈登·班纳曼以及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比谢等人此前都对 18 世纪英国陆海
军供应的承包问题进行过重要研究。⑨ 但奈特和威尔科克斯的研究着重强调了私人部门对近代国家
的重要性，即 18 世纪的英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它仍然必须依靠私人部门来为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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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nzález Enciso，“Foreword”，in Ｒ. Torres Sánchez，ed. ，War，State and Development: Fiscal-Military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 10.
H. Bowen，et al.，“The Contractor States，c. 1650 － 1815”，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Vol. 25，No. 1，2013，pp. 240 －
241.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Boydell，2010.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pp. 23，52.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p. 2.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pp. 10 － 11.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pp. 43 － 45，110.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pp. 213 － 214.
Norman Baker，Government and Contractors: The British Treasury and War Supplies，1775 －1783，Athlone，1971; C. Buchet，The British
Navy，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 Years War，trans. A. Higgie and M. Duffy，Boydell，2013; G. E. Bannerman，Merchants and the
Militar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British Army Contracts and Domestic Supply，1739 －1763，Pickering ＆ Chatto，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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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提供各项服务，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粮食供应领域，武器装备、船只、各类军需物资，甚至新兵
的获取都有私人部门相当程度的参与。国家的公共部门与社会的私人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关
系构成了所谓“承包人国家”。
和“财政—军事国家”一样，很快也有学者试图将“承包人国家”概念应用到荷兰、西班牙、法国、

葡萄牙、威尼斯和瑞典—芬兰等欧洲国家。① 在对欧洲“承包人国家”的研究中，以拉斐尔·托雷斯、
阿古斯丁·冈萨雷斯、塞尔希奥·索尔韦斯等一批西班牙学者最具代表性。② 他们认为，18 世纪的
西班牙也是一个“承包人国家”，通过承包( asientos) 的形式，将为军队提供粮食、船只、火炮、军装，甚
至提供制造索具和帆布用的亚麻的工作也委托给私营商人完成。但和英国不同的是，这种承包工作
往往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例如，托雷斯发现承包人为西班牙军队提供的面包价格时而高于市场价，

时而低于市场价，表明其中有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在起作用。③ 而且，西班牙政府对市场也并不信任，
不仅经常对承包人活动进行过度干预，甚至会在承包和自行组织生产之间来回摇摆。到了 18 世纪
晚期，承包工作基本上被少数与王室或大贵族有联系的特权商人垄断。因此，政府的军事开支常常
由于市场被垄断而居高不下，并且一旦政府难以及时支付，不少以政府军事项目为生的承包人就会

破产，不但导致军队各方面的供应出现危机，与之相关的地方经济部门也受到消极影响，西班牙政

府、商人，乃至整个国家都因此大受削弱。④

“承包人国家”理论目前在西方学界颇受青睐。“战争资源”研究网络后来更名为“承包人国家
研究小组”( Contractor State Group) ，而《商业史》( Business History) 和《战争与社会》( War ＆ Society)
两份期刊分别在 2018 年和 2021 年推出了以它为重点的特辑。⑤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承包人国家”
概念的学者并没有打算用它来否定或替代“财政—军事国家”论。奈特和威尔科克斯表示，他们提出
“承包人国家”并不是为了与“财政—军事国家”进行争论，而是对后者的补充，它解释了 18 世纪“财
政—军事国家”是如何将筹集的资金变成战争所需的人员、装备和物资; 鲍恩更是将“承包人国家”
和“财政—军事国家”比作一对“暹罗连体婴”( Siamese twins) 。⑥ 这一对概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近
年来一些研究“财政—军事国家”的学者受此影响，不再仅仅以“理性”“科层制”的眼光来看待近代
早期的国家及其机构，开始重视其中“公共”和“私人”的利益与关系的相互交织。例如，英国学者阿
龙·格雷厄姆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英国陆军主计部( Pay Office) 的研究认为，这个部门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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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ources for the Army and Nav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Spanish Empire: Comparative，Transnational and Imperial Dimensions”，War ＆
Society，Vol. 40，No. 1，2021，pp. 1 － 8.
Ｒoger Knight and Martin Wilcox，Sustaining the Fleet，1793 － 1815 : War，the British Navy and the Contractor State，p. 210; H. Bowen，
et al.，“Contractor States c. 1650 － 1815”，p.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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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仅依靠一套严格的制度，更多的是依靠历任主计长( Paymaster) 与党派政治家、官员和私营商人
之间非正式的个人关系; 美国学者威廉·戈德西对下奥地利“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显示，哈布斯
堡王朝虽然没有彻底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取代传统的教士、贵族、城镇等“等级”，但后者作为地方
上的精英，却和大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不仅愿意为大公国的军事行动交税、放贷，还积极配合
常备陆军征募、宿营、补给、运输等方面的工作，为奥地利在 18 世纪的战争中得以生存下来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①

此外，“承包人国家”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近代欧洲军事史的经典叙事。长期以来，很多
学者会以 17 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常备军的建立作为一道分水岭。例如，英国军事史学者迈克尔·
霍华德和查尔斯·蒂利分别用“商人的战争”与“中间人时期”描述在那之前的历史，即国家依赖由
私人招募并指挥的所谓“雇佣军”来进行战争，而在之后的“职业军人的战争”或“国家化时期”里，欧
洲各国组建了由国家政府直接供养指挥的职业常备军。② 但“承包人国家”理论指出，虽然国家在常
备军建立后垄断了其指挥以及军饷发放工作，但政府在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新兵、武器、补给和军服等
方面仍旧离不开私营承包人。受“承包人国家”论的影响，英国学者大卫·帕罗特在研究近代早期欧
洲军事企业的著作中就强调了这一延续性。③ 2011 年 12 月，“近代早期欧洲的战争、国家和企业家”
( War，the State and Entrepreneu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学术会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私人
部门参与战争活动成为主题。④

的确，“财政—军事国家”论突出了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正式”制度建设、官僚体系形成的重要
性，但它忽略了即便欧洲国家的政府部门和行政能力到 18 世纪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战
争在内的众多事务仍然需要各种社会力量来承担相当一部分工作。而“承包人国家”概念的提出，从
“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互动关系的角度，更为完整地叙述了近代早期欧洲战争与国家
形成的进程。“国家形成”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家正式的官僚行政体系的发展，更不等于“国进民退”、
国家行政部门包揽一切，而是国家调动社会力量达成某种合作的互动关系。其实，在 20 世纪 80 年
代的“找回国家”思潮过后，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强调社会能动性的著作并非没有，但这些作品往往
以人口管理、乡村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方面为主，⑤战争与军事仍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国家政府完
全掌控的“保留地”。而“承包人国家”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引入战争
与军事领域，并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不是国家能力不足时的无奈之举，反而可以更好地帮助国家

的战争工作。“承包人国家”概念不但解释了“财政—军事国家”论没能完全解释的问题，而且将社
会力量的作用有机地融入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丰富了学界对战争与国家形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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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aham，Corruption，Party，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1702 － 17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W. Godsey，The Sinews of
Habsburg Power: Lower Austria in a Fiscal-Military State，1650 － 182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M. Howard，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38 － 74;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 － 1990，Blackwell，1990，p. 29.
D. Parrot，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Ｒ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pp. 300 － 304.
J. Fynn-Paul，M. ＇t Hart and G. Vermeesch，“Introduction: Entrepreneurs，Military Supply，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New Directions”，in J. Fynn-Paul，ed.，War，Entrepreneurs，and the State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1300 － 1800，Brill，2014，pp. 1 － 12.
例如，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修订版) ，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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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军事体系: 从“单个国家”到“体系”

虽然“承包人国家”概念有力地补充了“财政—军事国家”论在军事方面的短板，解释力也更强，
但这一概念仍然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承包人国家”的着眼点是金钱以及可以用金钱换取的物资与
服务，基本没有脱离杰里米·布莱克所说的“会计的账簿”。更重要的是，“财政—军事国家”和“承
包人国家”均以某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的案例基本都是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这样的民族国
家，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神圣罗马帝国诸邦国虽然也积极参加近代欧洲的历次战争，却难以被

简单纳入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体系。例如，英国学者彼得·威尔逊和克里斯托弗·斯托尔斯对勃兰登
堡—普鲁士和皮埃蒙特—萨伏伊的研究发现，这两个“财政—军事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即
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英国、荷兰、法国等列强的财政援助，①而一些更小的邦国还会将自己的军队提供
给列强使用，以换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② 而且，即便到了 18 世纪，各欧洲列强依然出于不同原因
大量雇佣其他国家的军人，甚至直接招募外国人编入本国部队。例如，即便在欧洲人口最多的法国，
1789 年革命前夕的陆军中有将近 1 /5 的团是外籍部队。③ 同时，国际间的军事人员流动往往也伴随
着知识甚至情报的转移，例如，散布欧洲各地的苏格兰、德意志和法国胡格诺派军人都为所服役的军
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④ 因此，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不论大小，都无法仅仅依靠本国的公共部门和
私人部门获得战争所需的全部资源。因而，近代早期欧洲战争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或许还需要进
一步突破“财政—军事国家”论和“承包人国家”概念，寻找一个更为全面、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疆域
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

2017 年 1 月，以研究神圣罗马帝国军事史见长的彼得·威尔逊正式就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奇切
利战争史教授( Chichele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War) ，他在就职仪式上做了题为“通过合作进行竞
争: 欧洲财政—军事体系( 1560—1850 年) ”( Competi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The European Fiscal-
Military System，1560—1850) 的讲座。威尔逊指出，不管是“财政—军事国家”还是“承包人国家”，都
是倾向于在一国之内考察其获取战争资源的能力; 但近代早期的战争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员、资金、物
资、信息和服务等多种资源，还需要把这些资源在正确的时间配置到正确的地点，这种复杂的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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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Wilson，“Prussia as a Fiscal-Military State，1640 － 1806”，in C. Storrs，ed.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pp. 95 － 124; C. Storrs，“The Savoyard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in C. Storrs，ed.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pp. 201 － 235.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黑森—卡塞尔公国，参见 C. Ingrao，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Institutions，and Ｒeform under Frederick
II，1760 － 178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 Wilson，War，State and Society in Württemberg，1677 － 179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 74 － 96; A. Thiele，“The Prince as Military Entrepreneur? Why Smaller Saxon Territories Sent
‘Hollndische Ｒegimenter’( Dutch Ｒegiments) to the Dutch Ｒepublic”，in J. Fynn-Paul，ed. ，War，Entrepreneurs，and the State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1300 － 1800，pp. 170 － 192; 许二斌: 《1677—1815 年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事业》，《世界历史》
2011 年第 1 期。其他案例研究参见: P. Wilson，War，State and Society in Württemberg，1677 － 1793，pp. 74 － 96; German Armies:
War and German Politics，1648 － 1806，UCL Press，1998。
M. Wishon，German Forces and the British Army: Interactions and Perceptions，1742 － 1815，Palgrave Macmillan，2013，pp. 77 － 103，
137 － 164; C. J. Tozzi，Nationalizing France＇s Army: Foreign，Black，and Jewish Troops in the French Military，1715 － 1831，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6，p. 19.
A. MacKillop and S. Murdoch，eds. ，Military Governors and Imperial Frontiers，c. 1600 － 1800 : A Study of Scotland and Empires，Brill，
2003; M. Glozier and D. Onnekink，eds. ，War，Ｒeligion and Service: Huguenot Soldiering，1685 － 1713，Aldersho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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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过官僚机构直接控制，还是承包给私人部门，都不是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可以完成的。
因此，他试图勾勒一个“财政—军事体系”( fiscal-military system) ，这个覆盖全欧洲的体系中有若干个
“财政—军事中心”( fiscal-military hubs) ，将主权国家、神圣罗马帝国诸邦国等“半主权政治体”
( semi-sovereign polities) 和私人部门三种类型的行为者联系起来，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在其中进行交
换与流通。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其实也是在共同维持这一体系，而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取决于它能
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嵌入这一体系中。威尔逊认为，这一体系形成于 16 世纪下半叶，当时政治、经
济、技术和宗教等因素的变化，一方面导致政治权威的扩张超出了其制度手段所能维持的范围，需要
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 另一方面，拓展了政治权威获取各种外部合作伙伴的机会。这一
体系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发展成熟，甚至到 18 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仍严重依赖这一体系进行战
争，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动用了黑森—卡塞尔等五个神圣罗马帝国邦国的
军队。但随着 19 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依赖外国和民间私人进行战争逐渐成为政治禁忌，工业化和
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也让欧洲国家获得了进一步将战争行为“国有化”的实力，再加上“半主权政治
体”随着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而消失，“财政—军事体系”最终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解体。①

与“承包人国家”类似，威尔逊表示，提出“财政—军事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要取代“财政—军
事国家”论，而是对后者进行补充。② 他认为一套对内的税收和行政制度对国家形成固然重要，但一
个政治体能否成为“国家”同样要看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是否承认它为国家，因此，对外的互动
也是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③ 基于这样的观点，威尔逊对近代欧洲的“雇佣兵”现象进行
了重新诠释，认为雇佣外国军人作战不仅仅是近代国家力有不逮时的权宜之计，也是国家与外界行

为体形成密切互动的过程。他指出，近代欧洲的“雇佣兵”其实有组建外籍部队、临时雇佣外国军队
作为援军、以财政援助换取外国军队协同作战和直接招募外国人编入本国军队四种形式，而这几种
形式都需要国家、半主权政治体和私人的互动，欧洲的现代国家格局就是在这种相互合作、承认，甚
至竞争的环境下成型的。就连鼓吹民族主义、推行国民总动员的法国大革命都没有杜绝外籍军人现
象，拿破仑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来自中立国以及华沙大公国等仆从国。直到 19 世纪中叶，欧
洲人口增长、海外殖民地大幅扩张，各国政府才最终用本国普遍义务兵役制加上招募殖民地部队的
方式完成军队的“国家化”，而雇佣外籍军人的做法被国际法取缔。④

威尔逊认为，“财政—军事体系”最为关键的内容是欧洲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的
“财政—军事中心”。2019 年 10 月，牛津大学成立“欧洲财政—军事体系( 1530—1870 年) ”( The
European Fiscal-Military System，1530 － 1870) 课题组，在威尔逊的主持下，集合欧洲各国的学者对阿
姆斯特丹、但泽( 格但斯克) 、日内瓦、热那亚、伦敦和维也纳六个“财政—军事中心”进行研究。⑤ 这
些城市因其政治地位、开放性、总体发展、资源区位、商业金融精英以及与战区的距离等多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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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讲座全文没有正式出版，音频见于牛津大学历史系网站: https: / /www. history. ox. ac. uk /article /peter － h － wilson － inaugural －
lecture
P. Wilson，“‘Mercenary’Contracts as Fiscal-Military Instruments”，in S. Norrhem and Erik Thompson，eds. ，Subsidies，Diplomac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1494 － 1789: Economies of Allegiance，Lund University Press，2020，p. 69.
P. Wilson，“Foreign Military Labour in Europe＇s Transition to Modernity”，European Ｒeview of History，Vol. 27，No. 1 － 2，2020，p. 14.
P. Wilson，“‘Mercenary’Contracts as Fiscal-Military Instruments”，pp. 68 － 92; “Foreign Military Labour in Europe ＇s Transition to
Modernity”，pp. 12 － 32.
相关信息可参见牛津大学网站该课题组页面: https: / / fiscalmilitary. web. ox. ac. uk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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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中心，通过这些中心及其向外辐射的商业、社会和政治网络，参战国家、半主权政治体和私人
可以交换兵力、技术专家、情报、金钱、物资以及服务等战争资源。① 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不
仅法国通过阿姆斯特丹向瑞典汇去巨额财政援助，瑞典也从阿姆斯特丹的军火商那里采购了大量武

器弹药;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国经由阿姆斯特丹，通过胡格诺派新教徒，甚至詹姆斯党流

亡分子的商业网络，向法国境内汇款，以维持被俘英军官兵的生活; 同样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

间，总计有十余万法军和反法联军在热那亚登陆、修整、住宿和治疗，法国还通过热那亚犹太商人雅
各布·莱维( Jacob Levi) 购买了近 3000 万磅小麦和 1. 8 万桶火药供应军需。②

“财政—军事体系”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不难看出，它试图从对外
互动的方面来考察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这样的思路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例如，“财
政援助”这一“财政—军事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近年颇受关注。瑞典学者斯万特·诺尔赫姆突破对
古斯塔夫二世、查理十二世等瑞典君主军事功绩的经典叙述，转而从法国对瑞典财政援助的角度
探究 17、18 世纪瑞典的军事发展。③ 瑞典伦德大学出版社在 2020 年出版论文集《欧洲的援助、外
交与国家形成( 1494—1789 年) 》，其中的论文围绕着“财政援助”展开讨论，关注这一现象对法国
等提供方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各邦和瑞典等接受方的影响。④ 此外，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将这一分析
框架应用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阿龙·格雷厄姆认为，这种“中心—资源—体系”的着眼点可
以为近代全球不同区域战争与国家形成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例如，18 世纪大西洋上各国商人和
军队在圣尤斯特歇斯岛和开普敦往来贸易和补给，亚洲的新加坡、槟榔屿、中国香港和广州等地在
19 世纪是资金、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流动的中心，印度的王公和英法东印度公司之间更是通过孟
买、马德拉斯( 金奈) 和加尔各答等地频繁地交换金钱、武器、印度土兵和欧洲军事专家。⑤

“财政—军事体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研究的不足。“财政—军事国家”关注的是一
个国家行政( 特别是税收和财政) 部门的发展，而“承包人国家”考察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力量”参
与战争工作的程度，但一个国家与外部的互动却很少涉及，无形之中把“国家形成”看成相互孤立的
现象。而“财政—军事体系”关注的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政府和私人之间的谈判、代理、借贷、汇款

921

①

②

③

④

⑤

P. Wilson and M. Klerk，“The Business of War Untangled: Cities as Fiscal-Military Hubs in Europe ( 1530s － 1860s) ”，War in History，
December 2020，doi: 10. 1177 /0968344520913583，pp. 7 － 8，14.
M. Klerk，“The‘Fiscal-Military Hub’of Amsterdam: Intermediating the French Subsidies to Sweden during the Thirty Years＇War”，in
S. Norrhem and Erik Thompson，eds. ，Subsidies，Diplomacy，an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1494 － 1789: Economies of Allegiance，
pp. 213 － 233; M. Martoccio，“‘A Man of Particular Ability’: A Jewish-Genoese Military Contractor in the Fiscal-Military System”，
Business History，May 2021，doi: 10. 1080 /00076791. 2021. 1907569，pp. 1 － 29; A. Graham，“Huguenots，Jacobites，Prisoners and
the Challenges of Military Ｒemittances in Early Modern Warfare”，War ＆ Society，June 2021，doi: 10. 1080 /07292473. 2021. 1942626，
pp. 1 － 16; M. Martoccio，“‘The Place for Such Business’: The Business of War in the City of Geneva，1701 － 1714”，War in History，
June 2021，doi: 10. 1177 /09683445211017153，pp. 1 － 21.
S. Norrhem，Mercenary Swedes: French Subsidies to Sweden，1631 － 1796，trans. C. Merton，Nordic Academic Press，2019.
A. Tisher，“The Ｒole of Subsid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ench Foreign Ｒelations and Their European Context”，in S. Norrh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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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为，打破了以往以某个民族国家进行研究或者对几个民族国家进行简单“比较”的范式。它转而
以“财政—军事中心”来探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些“财政—军事中心”，如阿
姆斯特丹和热那亚等，已不仅仅被视为所在国家的“重镇”，而是被看成跨国互动的枢纽，这也与近年
来城市史的“跨国转向”不谋而合。① 因此，“财政—军事体系”可以说是从“跨国”或“超越民族国
家”的视角来研究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财政—军事体系”课题由包括英国
在内的欧洲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受欧盟的欧洲研究理事会( European Ｒesearch Council) 资助，又成
立于英国脱离欧盟之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欧洲“民族国家”与“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
张力。②

结 语

“财政—军事国家”论三十多年的不断演变发展，为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理解军事活动与现代国
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首先“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演变发展可以说是历史学
者逐渐摆脱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回归历史情境和原始史料的过程。布鲁尔受蒂利、迈克尔·曼和
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家影响，因此，“财政—军事国家”论一开始带有浓厚的社会科学理论色彩。
虽然这一概念风靡一时，但也出现了被滥用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随着历史学者开始从理论框架回
归具体的历史情境，从原始史料探究粮食供给、士兵招募等近代欧洲战争中的细节问题，原先“财
政—军事国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暴露出来，而“承包人国家”和“财政—军事体系”
概念也应运而生，对“财政—军事国家”论进行了修正与补充，不仅赋予了这一概念新的活力，也反过
来拓展了我们对近代欧洲国家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解。
其次，“财政—军事国家”论倾向于从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入手，布鲁尔笔下的英国“财政—军

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卷入欧陆战争后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产物。但后续的“承包人国
家”和“财政—军事体系”则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私营商人、市场经济、资本和城市，认为它们对近代
欧洲战争的进行同样不可或缺，战争不仅仅是国王及其臣仆的事。可以说，18 世纪末以前的“战争
资本主义”不仅在欧洲以外存在“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在欧洲内部同样
也有暴力的一面: 荷兰 17 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军火生意获取的利益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相当。③ 突出商
人、市场和城市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恩格斯的论述:“王权”与“市民”的联盟在中世纪晚期
粉碎了封建贵族，而这样的联盟又在近代早期的相互竞争中确立了欧洲的国家体系。④

“财政—军事国家”论的提出及其后续发展演变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布鲁尔提出
“财政—军事国家”概念正值冷战末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水下到外太空的军事竞争日趋白热
化，相关政府机构耗费巨资进行各式各样的军事项目，无疑是“财政—军事国家”的灵感来源，随后美
国在海湾战争中所展现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也可以说是“财政—军事国家”的最好注解。而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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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

伊拉克战争期间大量雇佣“黑水”( Black Water) 等私人军事承包商，自然对“承包人国家”有所启
发。① 2011 年西方国家临时组成的干涉利比亚的军事同盟表明，军事行为愈来愈不是单个国家政府
的行为，而卷入叙利亚冲突中的各国家、库尔德地方政权等非国家实体以及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之
间在人员、武器、物资、资金和情报上明里暗里的密集流动，可以说是“财政—军事体系”在当代的又
一案例。
“财政—军事国家”及其后续概念的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可能的盲点。例如，相关理论的研究时
段主要是 17 世纪晚期以后，重点关注的是在战争中投入的资金、补给和兵力等，而较少关注战争方
式本身。在经典的“军事革命”结束后，18 世纪欧洲的战争方式固然没有发生重大突破，但还是出现
了一些小变革，例如，轻装部队的广泛应用，高地苏格兰人、森林猎人、克罗地亚边民和哥萨克等边缘
人群开始被成规模地编入国家的正规武装力量，这或许也会对欧洲国家的形成产生影响。再如，现
有研究大多是从国家政府官员、邦国统治者或者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等政治经济精英的角度出发，而
亲身参与战争工作的中下层精英和普通民众则较少被关注。意大利学者朱利奥·翁加罗就试图打
破这种状况，将目光投向为战争生产硝石、修葺堡垒、留宿士兵和提供民兵的城乡社区，考察它们在
16、17 世纪威尼斯国家形成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② 此外，现有研究也主要以那些存活到现代的
民族国家为考察对象，而像苏格兰、波兰—立陶宛这样在 18 世纪就消亡解体的国家则较少被关注，
但这些案例对认识战争与国家形成或许同样有研究价值。总之，“财政—军事国家”论已经有了三十
多年的发展，仍在不断演变之中，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对人们认识近代欧洲国家形成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值得国内学者持续关注。

( 作者廖平，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博士后; 邮编: 200030)
( 责任编辑:李桂芝)

(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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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nales”in Tacitus＇Historical Writing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 / Cai Lijuan，Wang Ao

Tacitus chronicled the history of the Ｒ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Domitian in the Annales.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he discussed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politics. In doing so，
he attempted to pro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lers ＇ virtues and the quality of principate as a political
system. He spent his political career mostly under Domitian＇s reign，and began writing history during Trajan
＇s period. He was cautious in historical writing due to Domitian＇s tyrannical rule，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he hoped to provide lessons to the noble class through writing history，and to cultivate virtues.
For both reasons，he chose the annals rather than the popular genre，imperial bibliographies，in his
writing. Although emperors remained at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Tacitus focused on emperors ＇ ruling
skills and trickeries as well as the noble class＇ response in this work. His way of writing betrays his motiv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 / Liao 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formation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s been a focus
of studies in Western scholarship. The American historian John Brew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e“fiscal-
military state”，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on，sophisticated taxation，and
increased military strengths among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This concept became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nalysis，but scholars have also pointed out some of its flaws. For example，it
overplayed the capability of early modern states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fiscal resources. 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recently attempted to revise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Challeng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public”and“private”sectors，they adopt the concept“contractor state”in focusing on the
states＇practice of contracting their war efforts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doing so，they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roles played by private sectors in the military endeavor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Applying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they adopt the concept of“fiscal-military system”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semi-sovereign polities，and private actors，in which manpower，money，supplies，expertise，service，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were exchanged through a number of“fiscal-military hubs”，portraying a Europe-wide
network for mobilizing a variety of military resources. These studies have drastically enriched the perspectives of
and broadened th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litary history as well as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u Yiling ＇s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 Li Zhengjun

Influenced by the Deba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Fu Yiling established h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tudying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he embraced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ifferent from those scholars that“sacrificing materials for formulas”in the earlier
debates，he began to 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verifi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nstead of“taking the
method as the conclusion”. These outstanding features in Fu＇s research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Ｒ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f Ancient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 / Sun Weiguo，Qin L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classics printed in ancient Korea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then，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Korean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Historians such as Meng Sen and Wu Ha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Political situation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from 1949 to 1992，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scholars in Taiwan，China，produced some
pioneering works，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1992. A review of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ults of Chinese academia: there a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papers than monographs，of
thematic and narrative reviews than comprehensiv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more attention to Korean
historical books in Chinese than non-Chinese Korean historical books，a greater quantity of self-talking
monologues than dialogues with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scholars need to make
more comprehensive effort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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